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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情報世代善用傳統技術

由於沙盤、地圖、筆記與兵棋模型等工具必須運用更多認知能力，

有助於專業情報人員主動學習與訓練記憶，為複雜與批判性思考做

準備，美海軍情報部門必須在傳統工具和新科技上求取平衡。

在數位情報世代善用傳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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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一場重大危機正在太平洋

地區醞釀，位於美軍太平洋艦

隊司令部的海上作戰中心(Maritime Operations 

Center)頓時成為世界的焦點。其預想場景如下：

在滿佈顯示器和螢幕的會議室裡，有位情報官站

在擁擠人群前向指揮官進行簡報。

然而，這份連夜完成的投影片僅被點開數頁，

即遭司令打斷並提出問題：「上尉，剛才所提裝載

港的確切位置在哪裡?」簡報官在前後頁翻找投

影片，但卻沒有一張標明情報報告中所提到的地

點，只好回答，「報告司令，我下去後立即查明回

報」。簡報室的牆面上掛滿了數位螢幕，但卻沒有

紙本地圖。

幾張投影片後，司令再次在一張有射程範圍的

投影片叫停並詢問，「對方有多少枚這型飛彈?」

簡報官記得曾在一年前自己的電腦上看過答案

(或是在訓練學校?)如果能給他20分鐘回辦公桌，

他相信一定能夠找到那份報告。「我下去後馬上

查明回報」。在之後的簡報中，他又三度表示要

查明後才能向即將做出重大決策的司令回報所

需資訊。突然，簡報室的燈光開始閃爍。電腦螢

幕關閉，螢幕上的投影片消失。參謀間開始議論，

不確定是設備維護出了問題還是遭到網路攻擊，

此時簡報官仍站在簡報室前。司令問道，「上尉，

還有甚麼要報告?」簡報官回答「報告司令，沒有

了。」因為無法播放投影片，他也無從報告起。 

應該要有答案來回應司令的適切提問。而簡報

官常是盡心運用可用資源完成報告，卻未能及時

在當下提供司令決心下達所需資訊。

前述場景中，這位美海軍情報官過度仰賴數位

工具的情境並非特例。美海軍情報單位在數位與

傳統工具的運用上應更為平衡，以改善專業情報

人員瞭解敵情的方式，並精進情報軍官向決策者

報告情資的方法。

學習的假象
資訊戰體系五大專長的融合增加情報專業人

員的必備知識。然而，該體系在專業人員訓練與

認證方面，仍堅持使用無效的學習技術並過度仰

賴數位工具。這也導致人員在取得專長認證後，

很快就忘記所學。對於宣稱著重學習和溝通的專

業而言，它輕忽了人類實際上進行學習與溝通的

科學本質。

1885年，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人類如何學習和記憶資訊方面獲

得重要發現。他將這些發現納入個人「遺忘曲

線」(forgetting curve)—亦即已習得之資訊如何

被遺忘—這項開創性研究中。艾賓浩斯和同僚

開發了一個利用結構化複習與重複練習以記憶重

要知識的方法。1 然而，許多美海軍情報幹部則是

採用「填鴨式知識灌注」，而這些知識自然在他

們取得認證資格後不久即遭遺忘。

今日，大部分情報專業人員係透過被動學習

法，僅聽取教導而未與授課教官互動，也欠缺意

見交換和觀念連結。2 美海軍情報專業人員主要

的學習方式如下：長時間觀看投影片並聆聽教官

滔滔不絕地要點講述。時下年輕軍官為了取得軍

職分業專長，以符合個人「人員合格標準」(Per-

sonnel Qualification Standard, PQS)，僅癡望而被

動地坐著聽取教官為他們逐條解說。數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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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網路，可用來快速找到

問題的答案。此項工具或許可

為眼前的問題找到解決辦法，

或用以取得人員合格標準的簽

證，但它無法建立可深記腦海

且於數年後仍能回溯的知識基

線。數位工具讓使用者得以快

速搜尋和檢索資料，但不應取

代背誦與記憶等主動學習方法

所獲得知識的基本功。

縝密的分析與批判性思維有

賴基礎知識以及模組化訓練做

到熟能生巧。然而，在過度仰賴

數位工具之下，回溯基礎知識

與識別不同模式的能力也自然

萎縮。多項針對實驗室動物乃

至倫敦計程車駕駛所進行的大

腦科學研究已證明，主動學習、

記憶與回溯取向息息相關。新

研究則提出了警告，表示因過

度仰賴全球定位系統(GPS)與

數位地圖等工具而導致的「空

間認知能力降低」，亦即對周遭

環境導向與批判性思考能力弱

化。3

許多情況下，由於傳統工具

的使用者必須運用更高認知能

力，因此也對主動學習有較佳

表現。主動學習係透過綜合所

學到的資訊並在大腦中形成新

的邏輯與空間關係而產出一種

「新知識主動視覺」。4 主動學

習與記憶可以訓練大腦：鍛煉

軍官的心智，使其準備好處理

高階複雜問題與做出批判性思

考。

傳統學習工具就像自由重量

訓練，是用來增強心智的一個

既簡單又有效的方法。海軍情

報部門亟須保留這些工具並擴

大其價值。儘管人工智慧、機器

學習、虛擬實境與新的數位工

具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但

這並不會否定對模擬工具的需

求或減損其相對效益。以下建

議將改善情報官員的思維，並

使其準備好因應不可預測的未

來。

專業人士的工具包：主動

學習
美海軍情報官可使用許多有

效工具來改進被動學習曲線，

並在訓練與工作中結合更為主

動的學習方式。

主動學習的第一步在於鼓勵

訓練班隊手抄筆記，並在例行

分析作業中，寫下註解。5 軍官

紙本地圖，如圖中美海軍海爾賽(William “Bull” Halsey)上將的情報官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使用的地圖，可完整顯示整個地理區域；其解析度與相對

尺寸是多數電腦和螢幕所無可比擬。(Source: US Naval Institute Photo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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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製作自己的筆記卡與參考文件

(小抄)來掌握敵作戰序列。配發

教案與自製文件兩者截然不同：

備忘卡完成草擬後，最後通常派

不上用場；因為透過整理、精簡

和處理，軍官就已學習完成。

快速記憶紙卡(flashcards)是

有效的傳統工具，但重點是時

下美海軍情報軍官所應記憶的

資訊為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情報官會利用播放幻燈片

的方式進行飛機輪廓識別訓

練，而印有飛機輪廓的撲克牌，

則是軍中和民間用以教授飛機

識別的常見方式。美國在近年

戰爭中，也曾製作描畫人像的

撲克牌，例如伊拉克政府的主

要人物。然而，針對國防戰略

中所優先考量之衝突型態與對

手，其基礎作戰情報應強調準

確的地理資訊與科技現況。因

應眼前挑戰所製作的撲克牌(或

快速記憶紙卡)應納入主要基

地、各地點間距離、主要軍事載

臺特徵，以及主要飛彈系統之

射程與戰力。此外，在中共戰略

學者所稱「信息化戰爭」(Infor-

matized Warfare)的時代，要能

熟記系統偵測通訊或進行攻擊

之電磁頻譜波段。

最後，軍官在研究問題時，

應自製地圖與圖表以提高傳統

化的主動視覺。海軍名將馬漢

(Alfred Thayer Mahan)即發現

此技能十分有效：其自述曾利

用硬紙板製作模型重建過去海

戰的視覺效果，以分析這些戰

役並據以撰寫其早期海權相關

論述。6 利用視覺效益研究作戰

問題並開發新解決方案的類似

案例，可見於20世紀早期美海

軍戰爭學院以及英國皇家海軍

西航道作戰部隊(Western Ap-

proaches Tactical Unit)在大西

洋戰役期間的兵推室。7 正如

手寫筆記與個人化學習工具一

般，學習者將注意力或視覺集

中在動態情況上，可使其主動

研究此問題。

專業人士的工具包：溝通
儘管民用知識經濟已有許多

發展，但近年來海軍的情報作

業方式幾乎沒有改變。8 使用數

位工具已了無新意，而將新數位

資源引入專業工具包只是解決

方案的一部分，上述工作甚至可

以藉研究對手的傳統工具來完

成。這些傳統工具對於清楚表

達所獲敵情而言至關重要。

書面勝過畫素。大型顯示器

是寶貴的工具，可用來說明目前

重點，亦可做為「資訊傳播器」

或「看板」；隨著狀況演進，各

單位在來去間人員均可使用。9 

這也是為何教室裡總是配置黑

板、白板和地圖。但在近年來，

大型數位螢幕已滿佈會議室並

取代了大型傳統顯示工具。電子

顯示器在其所能呈現的媒體類

型上有許多優點，但在傳達資訊

時，其解析度卻會降低。統計學

家塔夫特(Edward Rolf Tufte)指

出，一張列印紙頁面可容納的資

料與圖形遠超過螢幕；其認為，

一張A3大小的紙張在對折後有

4頁，可輕易展示「相當於50到

250張典型投影片的內容」。10 

Google Earth與功能強大的

地理資訊系統，都是非常有用

的研究和分析工具，但傳統地

圖在許多情況下仍具有優勢。

眾所周知，拿破崙曾為了與參謀

一起詳細研究地圖而趴在巨大

桌子上。林肯總統到戰場視察

格蘭特(Grant)的部隊時，口袋

裡永遠放著一張折疊地圖。羅

斯福總統則會與他的參謀一起

研究掛圖，並將欲闡明的要點

描繪在圖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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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實體地圖或圖表能呈現許多螢幕無法比

擬的效果。首先，它們可以顯示一個完整的地理

區，其解析度與相對尺寸遠勝大多數電腦和螢

幕。第二，地圖放在桌上會啟發互動學習，海軍上

將與參謀聚在一起，指著地圖共同討論並標記註

解，可創造出數位工具無法促成的互動式討論。

最後，從美學來看，精美的地圖加上正確細節具

有神奇效果，能引發更深入的研究與觸覺。12

知識管理的最佳情況是不設限使用者採傳統

或數位形式，而是求取均衡。就像無處不在的列

表機使數位文字和圖像更便於保存和攜行，掃描

器和軟體也讓使用者能將傳統資料數位化，藉以

分享和檢索。然而在情報圈，掃描器和數位化軟

體的配置卻不夠廣泛。情報官在執行全面情報蒐

集時，若能使用電池工具掃描外文刊物和媒體資

料並儲存至資料庫，再透過光學辨識進行電腦輔

助翻譯，然後與資料庫進行交叉比對，如此一來，

將大幅提升其工作效率。類似工具亦可協助幹部

儲存與分享主動學習過程中所製作的筆記、個人

參考資料以及視覺輔具。 

實體勝過書面。實體模型，諸如等比例模型與

沙盤，為狀況提供了三維空間與觸覺連結。簡報

人員可以操作實物以顯示其在時空位置與環境；

例如：

數十年來，飛行員一直以連結在細木棒上的簡單飛機模型模擬戰鬥訓練和計畫。海軍情報官可使用比例模型重建在

南海發生的近距離接觸和高風險兵力調動。(Source: US Naval Institute Photo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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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操作多個模型能使簡報

官的報告生動活潑。數十年

來，飛行員一直使用連結在

細木棒上的簡單飛機模型來

分析和解釋戰鬥接敵時速

度、角度與距離之間的微妙

關係。情報專業人員應採用

類似方法，以精細的模型翔

實準確地描述船艦大小、船

形和機動狀態，以重建南海

所發生的近距離接觸和高風

險兵力調度。以此技術做簡

報須採用馬漢位置分析法進

行分析。

●	地形和建築物模型，無論是

戰場上簡單的沙盤或是由

專業人員所製作的作品，均

屬有效的傳統方法，可用於

單位部署前準備、計劃大膽

的突襲，甚至向總統進行簡

報。13 今日的情報專業人員

可擺脫刻板的投影片軟體，

擁抱三維空間的視覺輔具，

以便能更有效進行溝通。其

可利用平價的3D列印設備

創造實體模型，做為動態簡

報輔助工具，進而在數位與

傳統之間取得平衡。

發揮內心的創造力。上開建

議在於要求情報專業人員採用

更多傳統工具，更期待以看似

過時或樸質的方式發揮創意並

加以運用，而真正的驗證將反

應在溝通效果上。不久前，手繪

圖表曾是軍官的寶貴技能，其

看起來或許不如投影片般精緻

完美，但它更能精準呈現所欲

傳達訊息，且比投影片能容納

更多細節和精密線段；此外，當

設備毀損時，手繪圖表將是唯

一可於現場使用的權宜之計。

平衡數位工具與傳統工具
向美海軍情報圈提倡傳統工

具並非懷舊，兵棋推演絕非兒

戲，製作快速記憶卡實非幼稚，

繪圖也絕非閒情塗鴉，排列模

型亦非玩具娛樂。倘若馬漢曾

願意自製模型、羅斯福總統也

曾以手工繪製地圖，或許這些技

術無論於今日，甚或在未來，均

能為情報官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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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情報人員應欣然採用三維空間的視覺輔具進行更為動態且互動的簡報，

類似圖中海軍工程營於野戰訓練演習中使用地形模型向官兵說明當日任務。

(Source: USN/ Quennie May Gala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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